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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物权规范体系的历史基础

汪　洋

　　内容提要：土地物权规范体系涉及时间维度和社会维度两个面向，这一过程体现了时

代的政治经济背景作为宏观推力的重要影响。从法律系统内部观察，物权体系的初步框

架是基于公地与私有土地构建出的“所有权—占有”二分体系；在公地多元化利用中逐渐

催生出多种债权模式来排除城邦对于土地利用人的侵扰；随着永佃权、地上权、用益权与

地役权等他物权规范逐渐成熟，最终成就“所有权—他物权”这一经典的物权体系，在法

教义层面具有重要功用与价值。从社会系统外部观察，物权规范体系从来不单单是一种

私法层面的权利架构，而是糅合着私人权利、各阶层的利益分配以及国家规制目的的混合

产物。经由物权体系所构造出的多层次社会财产分配结构与社会财产秩序，起到社会结

构的形成功能；国家也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规制目的，直接介入、调试和推动土地物权规

范体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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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权规范体系的时间维度与社会维度

　　法律具有时间维度与社会维度两个面向。〔１〕 时间维度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

强调法律是一门有历史取向和“依赖于往昔”的科学。在时间维度上，一方面，我国物权

立法的基本概念和体系，从实质材料与表述来看，继受和沿袭自以罗马法为根基构建起来

的大陆法传统，而罗马物法中诸多制度，皆围绕土地制度而构建，是传统民法创设一系列

物权规范的源泉与归途。另一方面，罗马土地物权规范秩序，一直都是在国家的直接介

入、调试和推动下生成与演化的。国家通过安排公地这一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在不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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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谢鸿飞：《历史法学的思想内核及其中国复兴》，《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２１７页。



段的归属及利用，在型塑物权规范体系过程中留下了鲜明痕迹，使得大部分他物权类型都

是围绕着私人与国家之间（而非私人与私人之间）针对土地的利用而展开。这种土地权

益秩序上体现出的强烈的国家法色彩，与我国现今的土地制度有似曾相识之妙。因此厘

清土地物权规范体系的生成轨迹，无论在私法史与法教义层面上，还是在我国当代土地制

度的背景之下，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这是本文的写作目的之一。

法律的社会维度强调法律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关系。法律是自主的，却不是孤立而自

足的，它一方面与政经领域相分离而维持系统的独立，但并非与其他社会子系统构成的环

境全然无关，通过外部指涉对环境保持认知的开放，使得不同系统之间彼此依赖与支

持。〔２〕 或如戈登所言，“法律内史”与“法律外史”分别对应着盒子内部的法律与盒子外

部的社会，“盒内乾坤”并非由盒子内部决定，而是取决于盒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

情势。〔３〕 土地上的物权体系，通过复杂的关于土地总产出的多层次分配规范，构成一种

总体上的财产基础秩序，对整个社会基本结构起到制度保障的作用。通过对资源及其分

配进行有效的管控，使得物权体系具备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形成功能。〔４〕 由此，国家通过

对物权规范体系的架构实现政经体制的确立，并使得国家规制的目的介入其中。可以说，

整个物权框架格局的生成与演化，一直充斥着国家层面政经体制的考量。〔５〕 探究物权框

架演进与政经体制变迁的内在关联，展示时间维度与社会维度的相互交织与影响，这是本

文的另一个写作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运用“物权”这一近现代私法的认识范式对古代制度进行重述和表

达时，反映了一种将古代史料填充到现代法律框架之内的企图，这就绕不开“权利之预

设”，因为整个物权框架是基于权利结构的，权利是它唯一的表达。〔６〕 可是在罗马法中并

未提炼出如同现代法中体系化的实体意义上的“主观权利”概念，〔７〕罗马法中也没有“物

权”（ｉｕｓｒｅａｌｅ）、“对物权”（ｉｕｓｉｎｒｅ）、“他物权”（ｉｕｓｉｎｒｅａｌｉｅｎａ）这些概念的明确表述，〔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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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关于“法律系统论”的理论框架分析，参阅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１３年
版；鲁曼：《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台湾国立编译馆２００９年版。
谢鸿飞：《法律与历史：体系化法史学与法律历史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９页。
龙卫球：《物权法定原则之辨：一种兼顾财产正义的自由论》，《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３３－３４页。
朱虎：《物权法自治性观念的变迁》，《法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１５２页。
权利概念具有太多文化和时代的内涵，用它来描述、说明和分析古代社会诸关系，不能不特别审慎。否则，在对

古代制度进行权利表达的过程中，会构建出一种原本不存在或不完整的权利结构，势必引起失真。参阅梁治平：

《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１页。
ＭａｓｓｉｍｏＢｒｕｔｔｉ，Ｉｌｄｉｒｉ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ｏｎｅｌｌ’ａｎｔｉｃａＲｏｍａ，Ｔｏｒｉｎｏ，２００９，ｐ．７９；ＭａｔｔｅｏＭａｒｒｏｎｅ，Ｉｓｔｉｔｕｚｉｏｎｉｄｉｄｉｒｉｔｔｏｒｏｍａｎｏ，
Ｐａｌｅｒｍｏ，２００６，ｐ．２１．
作为现代物权概念前身的“对物权”（ｉｕｓｉｎｒｅ）是中世纪评注法学家的创造，“他物权”（ｉｕｓｉｎｒｅａｌｉｅｎａ）这一术语
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法学家雨果·多诺（ＨｕｇｏＤｏｎｅａｕ）在摈弃直接所有权与用益所有权区分基础上创设的，由
此所有权和他物权都成为了对物权的下位概念。十七世纪以来，格老秀斯、普芬道夫、波蒂埃等自然法学家把中

世纪的“对物权”—“向物权”（ｉｕｓａｄｒｅｍ）的区分，发展为“对物权—对人权”的区分，为日后成熟的潘德克顿民
法物债二分体系奠定了关键性的概念区分基础。尔后经过法国民法典评论者、德国潘德克顿学派以及意大利学

者的工作，才使得物权的概念和范畴得到了精确的表述。详细分析参阅朱晓?，《论近代私权理论建构的自然法

基础》，载［意］桑德罗·斯奇巴尼、徐涤宇主编，《罗马法与共同法》第一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３０６页；
［意］弗兰西斯科·西特兹亚：《罗马法的物权体系》，刘家安译，载［意］桑德罗·斯奇巴尼主编：《罗马法、中国

法与民法法典化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９页。



因此，本文仅仅出于理解便捷的需要，把“权利”和“物权”作为罗马物法的分析和诠释工

具，更着重于权益的某种外在呈现状态和客观形态，而非立足于“主观权利”的内涵之

中。〔９〕 当然，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先验的物权概念，不能将物权框架仅仅视为一个逻辑

上具备一贯性的固有体系，相反，它是历史的产物，这就为把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材料碎

片，在理论层面上整理还原为一个具有逻辑性的物权框架提供了必要和可能性。〔１０〕

二　“贵族—平民”体制与“所有权—占有”框架

（一）罗马共和国时期土地权属概况与政经格局

物权的法律设计本质上不能简单归结为主体之间的归属区划问题，还存在一个立法

者在共同体成员之间进行财产分配的问题。〔１１〕 在罗马共和国的绝大多数时期，土地基本

可归为公地与私有土地两种类型，罗马人在这两种类型的土地上分别构建起所有权与占

有两套物权制度。一直到共和国末期，罗马公地都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土地类型。除了少

量公地以“分配田”（ａｇｅｒｄｉｖｉｓｕｓｅｔａｄｓｉｇｎａｔｕｓ）的形式分配给平民阶层成为私有土地以外，

大部分罗马公地交由私人占有使用，被称为“占据地”（ａｇｅｒｏｃｃ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ｓ），是早期公地利

用所采用的唯一模式。在公元前 ３６７年“李其尼法”通过之前，根据古老的习惯法规则，

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占有公地，〔１２〕正是在“占据地”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公地利用的多

元化模式。

私有土地的缘起，关涉到城邦向私人授予的公地，以及氏族向内部成员分配的氏族集

体土地。城邦分配公地的记载可以回溯到罗马第一位国王罗穆卢斯（Ｒｏｍｕｌｕｓ）向全体市

民按丁分配的二尤杰里“世袭地产”（ｈｅｒｅｄｉｕｍ），〔１３〕罗穆卢斯的土地分配针对贵族与平民

两个阶层，而其后城邦数次土地分配的对象仅仅针对平民。〔１４〕 除了“按丁分配”形成的

“分配田”之外，罗马还通过在征服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的方式，使每个殖民者都能够获

取一定数量的私有土地。〔１５〕 罗马市民对这些分配的私有土地享有完整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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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因为在罗马时期没有形而上意义的“权利”概念，就应当放弃用其描述和分析古代制度的尝试？其实从本

己之特殊立场去观察世界，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当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和能否使用现代概念，而在于怎样

或如何使用这些概念。霍贝尔指出，将复杂的制度明晰地分解成基本组成部分，能够避免因为使用含义宽泛乃

至大而无当的术语所带来的混乱和无益的争论。例如可以将所有权视为一系列有关土地的复杂的权利综合体，

它不仅由一套数量不定的在严格意义上的权利，或针对一批负有相应义务的数量不定的人的请求权组成，也由

一系列数量不定且为数众多的特许权、权能和豁免权所组成。参阅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８－５１页。
如果一个法律体系允许私人对某物拥有一定的支配或排他权利，这种法律地位可否被界定为一种物权，其实是

一个术语选择的问题。由于存在观念类型上的差别，所以我们在运用现代的物权术语去描述罗马人的法律经验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概念所指向的实际内容而不能仅仅关注概念本身。

［英］吉米·边沁：《立法理论》，李贵方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７页。
ＦｅｌｉｃｉａｎｏＳｅｒｒａ，Ｄｉｒｉ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ｅｓｏｃｉｅｔàｎｅｌｌ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ｉＲｏｍａ，Ｐｒｉｍａｐａｒｔｅ，ＥｄｉｔｏｒｅＮａｐｏｌｉ，ｐ．３００，Ａｌｂｅｒｔｏ
Ｂｕｒｄ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ｓｕｌｌ’ａ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ｕｓ，ＥｄｉｔｏｒｅＴｏｒｉｎｏ，ｐ．２２．
Ｐｌｕｔ．Ｎｕｍａ，１６．１．参见［古罗马］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３３页。
ＦｅｌｉｃｉａｎｏＳｅｒｒａ，Ｄｉｒｉ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ｅｓｏｃｉｅｔàｎｅｌｌ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ｉＲｏｍａ，Ｐｒｉｍａｐａｒｔｅ，ＥｄｉｔｏｒｅＮａｐｏｌｉ，ｐ．３００，Ａｌｂｅｒｔｏ
Ｂｕｒｄ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ｓｕｌｌ’ａ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ｕｓ，ＥｄｉｔｏｒｅＴｏｒｉｎｏ，ｐ．２８２．
Ｆｒｏｎｔｉｎｕｓ４．３４－５；ＡｇｅｎｎｉｕｓＵｒｂｉｃｕｓ３６．６－８；Ｃｏｍｍｅｎｔｕｍ６２．３０－１．



总体而言，共和国前中期，罗马的土地政策是：赋予平民少量土地的私人所有权，但禁

止平民介入公地的占有；对贵族则恰恰相反，极少分配给贵族私有土地，而是以习惯法为

依托，使贵族通过“占据地”的形式掌控了几乎全部的公地。于法律层面，贵族在“占据

地”上无法适用“市民法所有权”这一工具，但恰恰因为从法理上言，“占据地”的所有权仍

然归城邦所有并且可以随时收回，这种公地占有具有不确定性以及任意使用的可能性，使

得贵族在经济上大大受益的同时，在政治上亦无太多负担。所以现实中贵族并不愿意将

对公地的占有，转化为真正的私人所有权。因此在罗马史中，公地私有化进程并非因经济

统治阶级，而是因经济从属阶级的推动而前进。

贵族设计的这一“占据地”制度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平行关系：对国家权力的占有意味

着对土地的占有，对公地的占据是政治权力的反映。虽然贵族对某些公地的占有是不合

法的，但是由于贵族掌握了国家前进的方向，对于平民要求获得不同用途的公地、要求停

止与现行法不相符的对于土地的过度消耗这些诉求，贵族们将政治世界与法律世界彻底

分离，从而在政治上维持着占有的现状。公地的受益者组成了国家的领导阶层，对公地的

占有在多个世纪里都被固定在一些同样的家庭里，这些家庭的继承人能够继续维持其占

有。〔１６〕 直到“李其尼法”颁布之前，罗马土地的现状是：“平民拥有少量的私地所有权，贵

族垄断占有所有公地。”〔１７〕

（二）私有土地：市民法所有权保护模式

在私有土地上建构出来的权利样态为“市民法所有权”，作为罗马市民法中最典型的

所有权样态，盖尤斯（Ｇ．２，４１）把它称作是“对物的完全权利”。罗马人用“这个东西是我

的”这种迂回的表达方法来表示这种最完整的物之归属关系，〔１８〕并通过“所有物返还之

诉”（ｒｅｉｖ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这一法律手段进行了周延的保护，土地所有人有权对抗任何妨碍其行

使对物的直接支配权的第三人。〔１９〕

除了“所有物返还之诉”以外，在所有权的保护上，针对土地之间的关系，还发展出一

系列保护所有权不受外来第三人侵扰，尤其是来自土地邻人侵扰的诉讼工具，以确保比普

通的救济措施更加迅速的司法干预，从而在私有土地上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诉讼保护体系，

该体系可以分为三组类别：第一组适用于他人自认为是所有人而占有他人土地的情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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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ｒｄ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ｓｕｌｌ’ａ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ｕｓ，ＥｄｉｔｏｒｅＴｏｒｉｎｏ，ｐ．２８３．
参阅汪洋：《罗马法“所有权”概念的演进及其对两大法系所有权制度的影响》，《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２年第 ４期，
第１５０页。
在最初的“法律诉讼”（ｌｅｇｉｓａｃｔｉｏｎｅｓ）阶段，对所有权人的保护使用“对物的誓金法律诉讼”（ｌｅｇｉｓａｃｔｉｏｓａｃｒａｍｅｎｔｉ
ｉｎｒｅｍ），争议双方被安排在同样的地位上，这一时期诉讼中的“赌誓”环节尚充斥着宗教色彩；经由“誓约法律诉
讼”（ａｇｅｒｅｐｅｒｓｐｏｎｓｉｏｎｅｍ）过渡之后，到了公元前 ２世纪兴起的“程式诉讼”（ｆｏｒｍｕｌａｓ）阶段，在“所有物返还之
诉”中原告与被告被置于不同的位置上，赋予了“占有”这一状态以充分的法律意义，物的非占有方负担证明自

己是所有权人的举证责任，只要相对人没有能够证明自己的主张，土地的现实占有人就可以胜诉。所以在新的

诉讼结构下，“占有”已经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所有权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占有争议。Ｄ．４１．２．３５：“对
占有争议的处理结果仅仅是法官宣布两者中谁占有物，其结果将是：在占有诉讼中败诉的一方，在提出所有权诉

讼时将充当原告。”参见［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民法大全选译·物与物权》，范怀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９３页。



要指“返还所有物之诉”（ｒｅｉｖ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与“地界调整之诉”（ａｃｔｉｏｆｉｎｉｕｍｒｅｇｕｎｄｏｒｕｍ）；第二

组适用于所有权人仍然保有所有权，但他人行为已经侵扰到所有人对土地应有的排他利

用的情形，其中多数用于调整相邻关系。如“排除妨害之诉”（ａｃｔｉｏｎｅｇａｔｏｒｉａ）、“排放雨水

之诉”（ａｃｔｉｏａｑｕａｅｐｌｕｖｉａｅａｒｃｅｎｄａｅ）、“潜在损害保证”（ｃａｕｔｉｏｄａｍｎｉｉｎｆｅｃｔｉ）、“新施工告

令”（ｏｐｅｒｉｓｎｏｖｉ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以及“制止暴力和欺瞒令状”（ｉｎｔｅｒｄｉｃｔｕｍｑｕｏｄｖｉａｕｔｃｌａｍ）等；

第三组适用于土地所有人为了利用土地，需要把行为扩大到他人土地上，如“修剪树杈令

状”（ｉｎｔｅｒｄｉｃｔｕｍｄｅａｒｂｏｒｉｂｕｓｃａｅｄｅｎｄｉｓ）、“关于收获果实的令状”（ｉｎｔｅｒｄｉｃｔｕｍｄｅｇｌａｎｄｅ

ｌｅｇｅｎｄａ）等。〔２０〕

（三）公有土地：裁判官法占有令状保护模式

无论是把罗马公地交由市民利用的制度安排，还是随后私人对行省土地的多种利用

方式，都存在有“占有”这一法律关系。〔２１〕 在共和国早期，祭司以及法学家已经了解到，对

“占据地”的占有是一种法律上的事实状态，很难将这种状态归类于某种权利。在术语选

择上，使用“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之前，反复出现的是“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占据）和“ｕｓｕｓ”（利用）两个概

念。〔２２〕 早期对公地的占据并非源自于城邦的积极规定，而是贵族一种自发的事实行为，

这一占有的事实随后被认为是合法的，得到城邦的肯认和保护。〔２３〕 因此其逻辑顺序是：

对公地的“利用”（ｕｓｕｓ）构成“先占”（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这一事实，最终在法律层面上体现为“占

有”（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占有人不能对“占据地”通过时效取得（ｕｓｕｃａｐｉｏｎｅ）而转变为所有权

人，〔２４〕城邦在理论上可以随意撤销私人对于“占据地”的占有，所以这种占有是一种“不

确定的占有”，〔２５〕但是在国家收回土地之前，这种占有具备一个合法的基础，因此面对第

三人时，占有人享有基于无瑕疵占有基础上的受保护的状态，即只要不是通过暴力和欺诈

而占有土地，这种占有就是“合法的”而不受第三人侵扰，〔２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占有的保

护程序从一开始就具有返还性的功能。〔２７〕

公元前４世纪时，城邦还通过“李其尼法”对私人占有公地的面积进行了限制，但这

一法案的目的仅仅在于避免和纠正对公地任意武断的占有，〔２８〕而且反过来含蓄地赋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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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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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ＡｌｂｅｒｔｏＢｕｒｄ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ｓｕｌｌ’ａ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ｕｓ，ＥｄｉｔｏｒｅＴｏｒｉｎｏ，ｐ．８３．
ＥｍｉｌｉｏＡｌｂｅｒｔａｒｉｏ，Ｉｌ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ｄｅｌｌ’”ａｇｅｒｖｅｃｔｉｇａｌｉｓ”，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１２，ｐ．１７．
“ｕｓｕｓ”一词比“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要古老的多，它本身具有两方面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它具有一个最宽泛的适用范围，甚
至可以适用于某些家庭关系，因此不限于对物的纯粹的管领和支配；另一方面它本身既包含了事实上的状态，也

包含了这种事实状态所具有的法律效力，也就是与其相对应的取得权利的效力。

ＦｅｌｉｃｉａｎｏＳｅｒｒａ，Ｄｉｒｉ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ｅｓｏｃｉｅｔàｎｅｌｌ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ｉＲｏｍａ，Ｐｒｉｍａｐａｒｔｅ，ＥｄｉｔｏｒｅＮａｐｏｌｉ，ｐ．３００，Ａｌｂｅｒｔｏ
Ｂｕｒｄ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ｓｕｌｌ’ａ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ｕｓ，ＥｄｉｔｏｒｅＴｏｒｉｎｏ，ｐ．２９１．
ＳｅｅＡｇｅｎｎｉｕｓＵｒｂｉｃｕｓ４０．１－２；Ｈｙｇｉｎｕｓ（１）９６．４－５；Ｄ．４１．３．９．
Ｓｅ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ｕｍ６４．２５－７；Ｈｙｇｉｎｕｓ（１）９０．１８－２０．
学者德·马尔蒂诺认为，对公地的占有是由于一种对公地的占领行为而独立行使的统治权（ｓｉｇｎｏｒｉａ），并具有这
种占有性质本身所固有的双重限制，即不能凭时效取得也不可转让。Ｃｆｒ．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ＤｅＭａｒｔｉｎｏ，Ｓｔｏｒｉａｄｅｌｌａｃｏｓｔｉ
ｔｕｚｉｏｎｅＲｏｍａｎａ，参见［意］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第一卷，薛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３００－
３０１页。
费安玲主编：《罗马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５５页。
ＤｅＭａｒｔｉｎｏ，ＳｔｏｒｉａｄｅｌｌａｃｏｓｔｉｔｕｚｉｏｎｅＲｏｍａｎａ，参见［意］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第一卷，薛军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０２页。



占有一定面积公地的合法性。可见城邦很早便觉察到一味纵容贵族成员以超过自身耕种

能力的规模占有公地的危害以及控制私人贪婪心理的必要性，为了整个共同体的经济利

益，通过建立一套法律规则在公地诸多追求者中间相对公平地划分各自利用公地的范围，

一来避免威胁到城邦根基的冲突与矛盾的产生，二来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利用公地。〔２９〕

占有人对于公地不享有所有权，因而无法适用市民法上“对物的誓金法律诉讼”进行

保护。到了公元前３世纪布匿战争时期，针对第三方对“占据地”占有人的侵扰，渐渐由

裁判官发展起一系列保护占有的“令状”（ｉｎｔｅｒｄｉｃｔａ）体系，通过令状这一诉讼程序工具，

保护对公地占有的事实状态。〔３０〕 至此，“占有”这一概念正式具有了法律意义，与“所有

权”相对应。

到了共和国中后期，针对公地占有的令状保护框架已经基本建立，〔３１〕主要分为“维护

占有令状”（ｉｎｔｅｒｄｉｃｔａｒｅｔｉｎｅｎｄａｅ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ｉｓ）与“恢复占有令状”（ｉｎｔｅｒｄｉｃｔａｒｅｃｕｐｅｒａｎｄａ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ｉｓ）两大类型。〔３２〕 “维护占有令状”指在两个占有人对占有土地的归属发生争议

时，一方可以申请此令状排除另一方的干扰，以维持目前的占有状态。此种令状又可区分

为“现状占有令状”（ｉｎｔｅｒｄｉｃｔｕｍｕｔｉｐｏｓｓｉｄｅｔｉｓ）与“优者占有令状”（ｉｎｔｅｒｄｉｃｔｕｍｕｔｒｕｂｉ）；“恢

复占有令状”指被他人以暴力方式剥夺对土地的占有时，可要求法官发布此令状使其恢

复原先对土地的占有状态。此种令状也可进一步划分为“制止暴力剥夺令状”（ｉｎｔｅｒｄｉｃ

ｔｕｍｄｅｖｉ）与“制止武力剥夺令状”（ｉｎｔｅｒｄｉｃｔｕｍｄｅｖｉａｒｍａｔａ）。

在占有令状产生初期，适用令状的前提是占有本身没有瑕疵，即占有“无暴力无欺瞒

无临时授让”（ｎｅｃｖｉｎｅｃｃｌａｍｎｅｃ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３３〕在“伊其利亚法”（ＬｅｘＩｃｉｌｉａ）中便规定了，

如果私人占据公地中存在暴力或者欺瞒情形，应该将土地归还给罗马人民，而没有暴力或

欺瞒的占有则得到城邦的承认和保护。〔３４〕 到了共和国中后期以后，大量非法占有的公地

因时间的流逝而被洗白，实践中无法区分占有来源的合法与非法，因此占有瑕疵作为一种

例外被渐渐接受，令状所保护的对象不再是合法的占有人，而是对占有状态不加区分地进

行保护，由此生成了“有缺陷占有的抗辩”（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ｖｉｔｉｏｓａｅ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３５〕 至此，占有

令状这一保护工具被罗马私法全盘接纳。到了帝政时期，随着社会结构逐渐趋向一种前

封建社会的特征，新的体制对私人的自力救济施加了更严格的限制以加强中央权力，皇帝

通过谕令，针对原先“制止暴力剥夺令状”的情形，引进了一种一般性的法律救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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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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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卡博格罗西：《所有权与物权：从罗马法到现代》，薛军译，载斯奇巴尼主编：《中国学者罗马法高级研讨班文

集》，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０－２４页。
ＦｅｌｉｃｉａｎｏＳｅｒｒａ，Ｄｉｒｉ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ｅｓｏｃｉｅｔàｎｅｌｌ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ｉＲｏｍａ，Ｐｒｉｍａｐａｒｔｅ，ＥｄｉｔｏｒｅＮａｐｏｌｉ，ｐ．３００，Ａｌｂｅｒｔｏ
Ｂｕｒｄ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ｓｕｌｌ’ａ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ｕｓ，ＥｄｉｔｏｒｅＴｏｒｉｎｏ，ｐ．２９６．
参见黄风编著：《罗马法词典》，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３０－１３４页。
Ｄ．４３．１７．１．５：“在此令状中总是包含下述语言：同另一个人相比你未以暴力、未秘密地或不确定地占有。”参见
［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民法大全选译·物与物权》，范怀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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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现实占有令状，任何人被暴力剥夺占有时，都可以恢复取得土地的现实占有，而不

考虑被暴力剥夺的占有本身是否为瑕疵占有。〔３６〕 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些令状尤其是“现

状占有令状”对占有现状的保护，使占有的效力堪比所有权，甚至更加有力。〔３７〕 令状不仅

保护了现实中对“占据地”的占有，还使得公地占有人被视为事实上合法的权利人。〔３８〕 合

法的占有人不仅能对抗第三人，到了后古典法时期，占有还被视为是一种“对世”（ｅｒｇａ

ｏｍｎｅｓ）的权利。

综上，与私有土地上权利保护的关键词“所有权”不同，整个罗马公地利用体制的关

键词是“占有”。在整个共和国时期，除了乡村地役权之外，尚未形成他物权这一概念和

权利类别，因此，罗马土地上最早生成的物权规范体系，可以归纳为“所有权—占有”的二

元框架。

三　公地多元利用与规制：债权模式

（一）催生公地多元法律利用模式的背景：排除城邦的侵扰

到了共和国后期公元前２世纪左右，在意大利中部地区，农产品产量和市场都得到飞

速增长，商品作物的种植日益广泛，奴隶劳作也开始成规模地出现，而在意大利其他地区

这一切都尚未发生。究其原因，首先，意大利中部的罗马城区域是整个共和国的中枢，人

口众多、城市化发达，为农产品及劳动力的商品化提供了客观需求；其次，意大利中部存在

较多数量的私有土地，相比较公地占有，在权利方面有更加完善的保障，因此促进了私人

对土地的投入，在此基础上形成诸多中型地产。这种中型地产因在迦图的《农业志》中得

到详细描述因而被称之为“迦图式庄园”。〔３９〕 庄园由“管家”（Ｖｉｌｌｉｃｕｓ）或庄园主亲自打

理，平日由奴隶耕作，农忙时雇佣附近的自由农帮忙。〔４０〕 劳动力的混合使用是迦图式庄

园区别于其他庄园的重要特征。〔４１〕 相反，公地占有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占有人对土地的大

规模投资，对于农业的发展形成了一种阻挠而非刺激性因素。〔４２〕

公元前１７０年罗马停止新建殖民地以后，一些私人庄园改变经营方法，允许部分自由

民作为“佃农”（Ｃｏｌｏｎｉ）在缴纳租金的基础上租种土地。他们属于分益佃农（ｐｏｌｉｔｉｅｒ），与

庄园主的分成因地而异，至此“佃农制”开始在意大利发展起来，关于土地租赁的法律结

构也在公元前１世纪以前被创造出来。据记载，公元前８３年集结在庞培周围的许多平民

就是他的佃农。这些佃农的身份是独立的，与土地所有主之间仅仅是租佃关系，性质和公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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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２世纪后期出现的“隶农”不同。〔４３〕

但是随着人口膨胀、经济发展和疆域扩大，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区的海外贸易逐渐升

温，有限的私有土地上的农业生产已经无法满足飞速发展的农产品市场的需求。〔４４〕 与此

同时，意大利的大部分公地基本上还是属于最简单的“占据地”，虽然通过逐渐完善的令

状保护体系，占有人可以抵御来自第三方的侵扰，但是城邦作为理论上的土地所有主，随

时可以将“占据地”收回，这就给农业商品化生产带来了严重的阻碍：扩大土地生产规模

需要先期大量资金、工具和劳力的投入，但“占据地”的“不确定性”使得占有者得不到确

实的权利保障，因而占有者缺乏对土地进一步投资的勇气和热情，“占据地”这种简单的

占有形式愈发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现实境况呼唤一种更强有力和更为高效的土地

利用形式，以确保土地占有者除了抵御来自第三方的侵扰之外，还能防范土地不被城邦随

意夺取。〔４５〕

在这种现实需求下，公元前２世纪以后在意大利发展出一系列新的公地占有和利用

的法律模式，包括“监察官田”（ａｇｅｒｌｏｃａｔｕｓｅｘｌｅｇｅｃｅｎｓｏｒｉａ）、“财政官田”（ａｇｅｒｑｕａｅｓｔｏｒｉ

ｕｓ）、“附典卖简约地”（ａｇｅｒｔｒｉｅｎｔａｂｕｌｉｓｆｒｕｅｎｄｕｓｄａｔｕｓ）、“记名牧地”（ａｇ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ａｒｉｕｓ）、

“公共牧地”（ａｇｅｒｃｏｍｐａｓｃｕｕｓ）、“赋税田”（ａｇｅｒｖｅｃｔｉｇａｌｉｓ）等，通过这些具体的公地利用模

式，占有者与土地的关系更加紧密、权利义务内容更为细化，并得到了来自城邦层面的承

认和保障，公地占有者因此能够放心地投资和生产。这些开发的公地大多位于意大利中

部，它们向罗马的农产品市场提供大量农产品，与此同时共和国外围地区的大部分公地依

然保持“占据地”的利用性质。〔４６〕

（二）公地利用与规制的债权模式：租赁与典卖

公地利用的诸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别。“监察官田”、“记名牧地”和“赋税田”

无一例外采用了租赁合同这一债权规制模式。“监察官田”是一种由监察官将公地出租

给出价最高的私人而形成的公地利用类型。〔４７〕 一些学者认为监察官每隔五年将土地出

租一次，另一些学者认为在实践中仅仅是现实的占有人每隔五年更新一次租赁合同；〔４８〕

“记名牧地”指监察官通过招标的方式允许私人在缴纳一定数额租税之后用来放牧的公

地，租税额由牲畜数量决定。在这一制度的成熟时期，一个或多个特定的放牧人排他地保

有在土地上放牧的权利，采用的是监察官向私人租赁土地的形式，与现代法上的租赁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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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像；〔４９〕“赋税田”最初是一种用于出租的集体耕地，〔５０〕后来发展为私人以永久方式租用

的公地。〔５１〕

这三种公地利用类型中，公地承租人除了通过令状对占有进行保护，排除来自第三人

的侵扰之外，还通过与城邦签订的各种租赁合同，附加了一层债权性质的保障，使得占有

者在公地上的权益进一步得到城邦的认可，城邦不再有权任意将这些公地收回。而且现

实中只要承租人按时向城邦缴纳税款，似乎可以无限期续租。与此同时，国家可以通过续

租以及收取租税来对公地保持控制力，并且源源不断地从中获取财富，因此构成了公地利

用的绝佳方式。到了共和国末期和帝政时代，这几种类型的公地开始相互交错渗透，逐渐

统一为赋税田的形式，再进一步演化为永佃权等他物权。

在公地利用的诸类型中，“财政官田”与“附典卖简约地”则转向另一条演化道路。

“财政官田”由管理国库和财政的财政官在罗马公开拍卖给私人耕种。〔５２〕 财政官出卖的

并非是公地本身，而是对公地占有和利用的权利。除了令状保护外，实践中还采用与买卖

合同相关的程式诉讼，也隶属于债权性的保护方式。〔５３〕 财政官田的诞生是公地私有化进

程的重要一步，虽然城邦已经针对公地设置了地籍册和界石，但占有人在获得财政官田以

后，可以任意转让而无需登记，也可以交由后代继承，在实际效果上与私有土地已经相差

不大，〔５４〕城邦对土地的实际控制力已经十分薄弱。

“附典卖简约地”的产生需回溯到公元前 ２１０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许多罗马市民

借款给城邦以支持赢得战争，这些借款由城邦分三期偿还。〔５５〕 但是到了偿还第二期借款

的时候，罗马陷入了财政危机，拖欠许多债权人巨额债务。为此执政官将公地转让给债

主，以代替三分之一的欠款。待到城邦有能力偿债时，若债主更希望获得金钱，则该土地

重新收回城邦手中。〔５６〕 城邦是通过“典卖简约”（Ｐａｔｔｏｄｉｒｉｓｃａｔｔｏ）的方式将公地分成小块

向债权人出卖，购买者（即城邦的债权人）仅需向公共财政支付极少数额的地价。〔５７〕 私人

对这部分公地可以自由排他地使用。城邦对“附典卖简约地”既无法管理也无法主动收

回，没有记载表明很多债权人放弃了土地而选择收回金钱，因此该类型的公地也逐渐被私

有化了。〔５８〕 如果说公元前５世纪以“按丁分配”方式对少量公地进行的私有分配，是着眼

于农业层面上解决生存问题，那么从公元前３世纪开始的公地私有化进程，则是城邦意图

进一步扩大土地产出与经济收益。

公地私有化进程还历经了一个公私含混的中间阶段。公元前１世纪提比留·格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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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弟盖尤斯·格拉古先后颁布的两部“森布罗尼土地法”规定，分配的公地不可转让

（ｉ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ｉｌｉｔà），且需要缴纳土地税（ｖｅｃｔｉｇａｌ）。究其实质是授予了私人对土地享有的一

种“受约束的所有权”（ｐｒｏｐｒｉｅｔàｖｉｎｃｏｌａｔａ）：排他性占有利用、可继承、不可转让、需缴纳赋

税。这便是格拉古土地立法中新创设的土地类型———“私人赋税田”（ａｇｅｒｐｒｉｖａｔｕｓｖｅｃｔｉ

ｇａｌｉｓｑｕｅ），其模板为“财政官田”（ａｇｅｒｑｕｅｓｔｏｒｉｏ），授予了土地占有人“永久占有”（ｐｒｉｖａｔａ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的资格。其中“ｐｏｓｓｅｓｓｏ”暗指这种权利还不是所有权；而“ｐｒｉｖａｔａ”则强调私人

而非城邦是享有土地的主体。〔５９〕 它与罗马法传统上的绝对“所有权”（ｄｏｍｉｎｉｕｍ）概念相

对立，从内涵上更为接近于现代法意义上的所有权，〔６０〕暗含了土地上一系列属于国家的

权利。〔６１〕 “永久占有”的内涵除了“归属”之外，更为强调多项经济意义上的“权能”，所蕴

含的“归属与权能相分离”的可能性，为法学上一系列他物权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古

典法时期被现代法典化运动继受的“所有权”（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ｓ）术语，就是与他物权的定义相对

应的过程中生成的。〔６２〕

四　“所有权—他物权”体系的成型与水平分割的趋向

（一）行省土地的权属结构：行省土地所有权

从公元前２７年奥古斯都创建元首制开始，罗马进入帝国时代。在帝国政制得以确立

和稳定之后，从法律层面观察，各行省土地的归属与利用因地制宜地体现出一种多样性的

特征。理论上，行省土地归于罗马人民或皇帝所有，私人在行省土地上不享有“市民法所

有权”。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皇帝行省的数量和面积急剧增加，相比较元老院行省通常

更为边远，大部分居民由没有罗马市民籍的低人一等的“自由人”组成，这一现实情形阻

止了“占有”等物权性质的土地利用模式的适用和推广，事实上彼时罗马也不愿意授予这

些外邦人以全面而可以转让的“占有”权利。因此在帝政初期，皇帝行省土地上多笼统采

用债权性质的“享益”模式来指代权利人对土地享有的权利，〔６３〕通过引入“赋税田上的私

人权利”（ｉｕｓｉｎａｇｒｏｖｅｃｔｉｇａｌｉ）这一法技术手段，来解决私人对于土地权利的转让问题。

公元３世纪以降，随着帝国经济的日渐凋零和土地荒芜，为了提供生产、扩大兵源和

税源，帝国通过比简单的“享益”更具物权效力的“占有”模式，吸引农民投入土地耕作。〔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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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ＬｅａｎｄｒｏＺａｎｃａｎ，Ａ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ｕｓ：ＲｉｃｅｒｃｈｅｄｉＳｔｏｒｉａｅｄｉＤｉｒｉｔ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ＣＥＤＡＭ，１９３５，ｐｐ．９１－９３．
ＬｅａｎｄｒｏＺａｎｃａｎ，Ａ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ｕｓ：ＲｉｃｅｒｃｈｅｄｉＳｔｏｒｉａｅｄｉＤｉｒｉｔ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ＣＥＤＡＭ，１９３５，ｐｐ．８９－９０．
ＳａｓｋｉａＴ．Ｒｏｓｅｌａａｒ，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ａ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ｕｓ，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
Ｌｅｉｄ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８，ｐ．２６６．
［意］卡博格罗西：《所有权与物权：从罗马法到现代》，薛军译，载［意］桑德罗·斯奇巴尼主编：《中国学者罗马

法高级研讨班文集》，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０－２６页。
“享益”的具体称谓也非常多样，例如在“元老院行省土地”（ａｇｒｉｄｅｌｌ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ｅｓｅｎａｔｏｒｉｅ）上常称之为“占有或用
益”（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ｖｅｌｕｓｕｓｆｒｕｃｔｕｓ），或者“对公地的租赁”（ｌｏｃａｔｉｏｄｉａ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ｕｓ）；而对“皇帝行省土地”（ａｇｒｉｄｅｌｌ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则很少使用占有这一术语，而是采用“用益”（ｕｓｕｓｆｒｕｃｔｕｓ）等概念。Ｃｆｒ．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Ｇｒｏｓｓｏ，Ｓｃｈｅ
ｍｉｇｉｕｒｉｄｉｃｉｅｓｏｃｉｅｔàｎｅｌｌ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ｅｌＤｒｉ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ｅｒｏｍａｎｏ，ＥｄｉｔｏｒｅＴｏｒｉｎｏ，ｐ．２９０；ＥｄｏａｒｄｏＶｏｌｔｅｒｒａ，Ｉｓｔｉｔｕｚｉｏｎｉｄｉｄｉｒｉｔｔｏ
ｐｒｉｖａ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１９８８，ｐ．４３４；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Ｂｏｚｚａ，Ｎｏｔｅｓｕｌｌａｐｒｏｐｒｉｅｔà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ｅ，ＥｄｉｔｏｒｅＭｉｌａｎｏ，ｐｐ．１３－１４．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Ｂｏｚｚａ，Ｎｏｔｅｓｕｌｌａｐｒｏｐｒｉｅｔà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ｅ，ＥｄｉｔｏｒｅＭｉｌａｎｏ，ｐｐ．２５－２６．



戴克里先进行的税赋改革取消了行省土地与意大利私有土地的区分，罗马人民与皇帝对

于行省土地的权力重新开始从主权的层面理解，行省土地上权利人的权利与市民法所有

权在权能范围上是相似的，虽然它们在法律形式上存在差异。在实践中，大的承佃人和土

地占有人除了缴纳土地税赋之外，已经成为了实质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人。裁判官通过

扩展适用保护市民法所有权的诉讼、引入物权告示来对土地权利人进行保护，〔６５〕这种权

利被后世法学家冠之以“行省土地所有权”的称谓。

可以说，罗马法学家最初没有对行省土地上的私人权利加以特别的注意，因为从技术

角度来看，在行省土地上没有出现一种特别的需求以创造新的法律规则以及用特别方法

来规制行省土地的流通；而且行省面积广袤，流通制度和转让、用益的方式可以留给当地

的法律和习惯解决。从术语界定来看，不把权利人对行省土地的几乎绝对的处分权定义

为所有权，还是源于传统观念的掣肘，即认定在同一个物无法同时存在公共所有权和私人

所有权。

（二）他物权体系的建构：永佃权、地上权与用益权

将古老的所有权模式扩展成为一个功能与结构上全新的物权体系，显然是法学理论

的功劳。在社会层面上，对他物权的产生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土地之间新型归属与利

用关系的不断产生与细化，已非相对立的所有权与占有制度所能容纳。“他物权”（ｉｕｒａｉｎ

ｒｅａｌｉｅｎａ）这一概念在罗马法中没有被用作包罗地役权与用益权在内的一般性概念，在古

罗马人经验主义的观念里，是很难理解他物权这一概念的。罗马法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

考虑重点，是集中于把那些具有社会意义并且从实践角度有存在价值的权利类型提取出

来，他们并没有过多纯粹理论上的追求，也没有动力去发展出关于他物权的“一般理

论”。〔６６〕 在优士丁尼的法律编纂中，他物权作为一个一般性概念未被《法学阶梯》体系所

采纳。〔６７〕 优士丁尼法上的他物权（用益物权）框架由以下权利所构成：〔６８〕役权（包括地役

权和人役权）、永佃权和地上权。从历史发展来看，罗马法上的他物权经历了从地役权到

人役权，再到永佃权和地上权这样一个演进过程。这些新的物权类型具有“封闭性”和

“典型性”，它们是在公地的多元化利用、罗马法学技艺的成熟，以及裁判官诉讼管辖的扩

张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形成的。

永佃权（ｅｍｐｈｙｔｅｕｓｉｓ）作为延续至近现代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他物权类型，有两个重要

的制度来源。一个制度来源是意大利的“赋税田”（ａｇｅｒｖｅｃｔｉｇａｌｉｓ）。赋税田最初只是设定

了五年期限的租赁，随后突破这一限制转变为“以永久方式租用”的土地。〔６９〕 从体系的角

度来看，法学家对于赋税田的法律定位一直在将其纳入物法还是债法两种选择之间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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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Ｄ．６．３．１－３．
［意］卡博格罗西：《所有权与物权：从罗马法到现代》，薛军译，载［意］桑德罗·斯奇巴尼主编：《中国学者罗马

法高级研讨班文集》，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５页。
ＭａｒｉｏＴａｌａｍａｎｃａ，ＩｓｔｉｔｕｚｉｏｎｉｄｉＤｉｒｉｔ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Ｅｄｉｔｏｒｅ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９０，ｐ．４５５．
“担保物权”在罗马法时期基本隶属于债法范畴，故本文中的“他物权”仅代指用益物权。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Ｇｒｏｓｓｏ，Ｓｃｈｅｍｉｇｉｕｒｉｄｉｃｉｅｓｏｃｉｅｔàｎｅｌｌ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ｅｌＤｒｉ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ｅｒｏｍａｎｏ，ｐ．２９５．



不定，即使在债法领域，也在归为租赁还是买卖而争论。〔７０〕 保罗等人把赋税田定位为一

种物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异化了的租赁。〔７１〕 私人与赋税田之间的关系具有对世效应，

在程序法上被当作物权来进行保护的，实践中承租者除了可获得占有令状的保护外，还具

有相应的权利———“赋税地权”（ｉｕｓｉｎａｇｒｏｖｅｃｔｉｇａｌｉ）与对物之诉———“赋税田之诉”（ａｃｔｉｏ

ｉｎｒｅｍｖｅｃｔｉｇａｌｉｓ）。〔７２〕 而且私人实际上通过扩用之诉的方式获得了相当于所有权人的一

系列诉权，如排放雨水之诉、地界调整之诉和追究盗伐树木行为之诉。〔７３〕 另一个制度来

源是埃及等帝国东部行省中长期或永久出租为耕耘土地以便开垦的利用模式。〔７４〕

公元５世纪，芝诺皇帝（Ｚｅｎｏｎｅ）成立了独立于买卖和租赁的“永佃契约”，〔７５〕他虽然

没有给予永佃权以明确的形式和单独的名称，但开创了使人把永佃权视为一种独立的物

权的先例，〔７６〕构成了“永佃权”的前身。最终优士丁尼完成了永佃权制度的设立，他把永

佃权的两大制度源头，即意大利赋税田的文献同希腊永佃权的文献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最

终的永佃权这一他物权形态。〔７７〕

地上权产生于另一个不同目的：弥补罗马法中“地上物被土地吸收”这一绝对添附性

原则违反经济规律的后果。地上权作为一种所有权水平分割的实践，首先被试验于共和

国后期公地的利用上，表现为允许私人在公地上建筑店铺，这些店铺不能被转让，通过长

期或不定期租赁交由私人使用；到了共和国末期也扩展到私有土地上的建筑，表现为长时

间的租赁和支付相应租金。〔７８〕 由此可见，地上权起初并未被定位于他物权，而是被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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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奥（Ｌａｂｅｏｎｅ）在 Ｄ．１８．１．８０．３中一方面排除了属于买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在判断是否属于租赁之时碰
到了困难。盖尤斯在他的《法学阶梯》中（Ｇａｉｕｓ，ｉｎｓｔ．３．１４５）对这个问题关注的是买卖与租赁之间的区别。他
认为尽管这属于永久性的租赁，但是这一租赁被认为不可撤销的，而买卖与租赁的区别主要是在合同到期之后

是否必须归还标的物，既然私人在使用“赋税田”之后无须将其归还给国家，那么应该是买卖。参见［古罗马］盖

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５０页。
法学家保罗（Ｄ．６．３．１ｐｒ．Ｐａｕｌ．ｌ．２１ａｄｅｄ．）将赋税田定位为“永久租赁”。参见［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
《民法大全选译·物与物权》，范怀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２５页。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Ｇｒｏｓｓｏ，Ｓｃｈｅｍｉｇｉｕｒｉｄｉｃｉｅｓｏｃｉｅｔàｎｅｌｌ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ｅｌＤｒｉ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ｅｒｏｍａｎｏ，ＥｄｉｔｏｒｅＴｏｒｉｎｏ，ｐ．２９７．
Ｄ．６．３．１．１（Ｐａｕｌ．２１ａｄｅｄ．）：“为了永久享用土地而向市府租地的人虽未变成所有权人，但他有权对任何一个占
有人，甚至对市府本身提起对物之诉。”参见［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民法大全选译·物与物权》，范怀俊

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２５页。
哈德良当政时期，在埃及通过授予土地占有人以近似私有土地的“长期租赁”的方式，来刺激土地占有人的积极

性，促使他们以更大的热情来专心从事农务。在阿非利加行省，通过《曼奇亚法》（ｌｅｘＭａｎｃｉａｎａ），他鼓励开垦荒
地、废弃地和种植果树等较高级的耕作方式，希望有佃户永久性定居在皇家荒地上。为此他不仅允许占有者在

荒地上播种耕种，还赐给占有者以准土地所有主的权利。私人在土地上的权利从单纯的“享益权”（ｕｓｕｓｐｒｏｐｒｉ
ｕｓ）转变为“享益、占有及由后代继承的权利”（ｉｕｓｆｒｕｅｎｄｉａｃｐｏｓｓｉｄｅｎｄｉｈｅｒｅｄｉｖｅｓｕｏｒ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ｄｉ），这是吸引农民垦
荒的有效工具，因此哈德良皇帝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原本属于所有权范畴的权力授予给这些私人。土地占有人仅

仅需要耕种土地并缴纳租税。随后哈德良在希腊和小亚细亚也推行同样的政策。到了公元 １９３年佩贝纳科斯
时期，制定了一部针对帝国范围内所有荒地的统一法律规定，与哈德良时期的法律类似，赋予了私人在行省土地

上享有广泛的物权性权利。Ｃｆｒ．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Ｓｔｏｒｉａａｇｒａｒｉａｒｏｍａｎａ，Ｄａｌｐｕｎｔｏｄｉｖｉｓｔａｄｅｌｄｉｒｉｔｔｏｐｕｂｂｌｉｃｏｅｐｒｉｖａｔｏ，
Ｓａｇｇｉａｔｏｒｅ，１９６７，ｐ．１４５－１４７；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Ｂｏｚｚａ，Ｎｏｔｅｓｕｌｌａｐｒｏｐｒｉｅｔà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ｅ，ＥｄｉｔｏｒｅＭｉｌａｎｏ，ｐ．２８；［美］罗斯托
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马壅、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１９－５２１页。
Ｉ．３．２４．３，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第１版，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Ｃ．４．６６．１ｐｒ．参见［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民法大全选译·物与物权》，范怀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２６页。
［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３页。
费安玲主编：《罗马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３４页。



于一种债的关系，通过两种契约类型加以规制：当地上权具有期限时，采取租赁的方式；当

这种权利无期限时，采取买卖的方式。〔７９〕

使地上权彻底摆脱债的单纯定位，是塞维鲁（Ｓｅｖｅｒｉａｎａ）时期（公元 ３世纪初）法学家
的贡献。〔８０〕 这一时期，地上权人对建筑物享有类似于用益权或使用权的权利，并受物权

诉讼的保护。到了哈德良皇帝时期，通过谕令规定地上权人可拥有对物之诉，并以非常审

判程序加以主张。由于受到的保护趋于严密和有效，其反射性的效力导致一般的社会观

念将这种权利看成是一种物权类型，允许基于生前行为将这种权利进行有期限地转让和

继承。〔８１〕 事实上在地上权性质向物权转移的过程中，附有期限的地上权仍一度被定位于

租赁契约且受对人之诉保护；而没有期限的地上权则被归入对物之诉的保护。〔８２〕

在优士丁尼的新律中，地上权被等同于同样具备支配性质的永佃权，〔８３〕对它扩大适

用在相邻关系中为所有主提供的一系列法律补救措施。地上权适用于城市土地，而永佃

权适用于乡村土地。而且，地上权人的权利要比永佃户的权利更为绝对，它不受任何限制

并且对于所有人不负任何义务，年租金对于地上权来说似乎也不是实质性的必要条件。〔８４〕

用益权（ｕｓｕｓｆｒｕｃｔｕｓ）的出现不是借助于立法或裁判官的干预，而是基于世俗法学的
发展，促使法学家创造出这一制度。该制度产生后，作为他物权的一种类型，就严格地与

公元前３－２世纪产生的不同的役权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实践中通过消极方式对用益

权人的权利设立了一些限制，权利的行使必须要维持物的实质，而不改变物的社会经济功

能。例如用益权人可以开挖沟渠，只要不损害土地的农业经济价值。由于用益权具有人

身性，因此本质上是一种有期限的权利，在权利人死亡或人格减等情形下权利也会消灭。

人身性特质导致用益权不可转移，用益权转让在原始文献中被界定为债权性质的买卖，买

受人无法取得用益权，只能在事实层面上行使相关权利。〔８５〕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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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在地上权尚不具备物权属性的时代，如果土地所有人妨碍地上权受益人行使权利，地上权人可以提起债权性的

“对人诉讼”，要求土地所有人赔偿损害；如果损害来自于所有人以外的第三人，则地上权人不能提起对人诉讼，

只能要求所有人转让其对第三人的诉权，而这条救济路径在现实生活中显然过于繁杂。为了更加便捷地解决地

上权人与土地所有人之外第三人的利益冲突问题，罗马裁判官通过告示引进了“地上权令状”（ｉｎｔｅｒｄｉｃｔｕｍｄｅｓｕ
ｐｅｒｆｉｃｉｅｂｕｓ），以保护对建筑物的享用，这种令状通过将地上权与“非暴力且非隐秘”的占有等同，其结构与维护占
有令状非常相似，使地上权人得以对抗任何人，具有了向物权关系靠拢的趋势。对于永久设立的地上权，在更早

的古典法中，就允许适用对物之诉或扩用的“要求返还之诉”（ｕｔｉｌｉｓｖ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Ｄ．４３．１８．１．１：Ｕｌｐｉａｎｕｓ７０ａｄ
ｅｄ；Ｄ．６．１．７５；Ｄ．４３．１８．１．６．参见［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民法大全选译·物与物权》，范怀俊译，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６３－１６５页。
［意］阿尔多·贝特鲁奇：《地上权：从罗马法到现行意大利民法典》，刘家安译，载杨振山、［意］桑德罗·斯奇巴

尼主编：《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４３－２４５页。
费安玲主编：《罗马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３４页。
［意］阿尔多·贝特鲁奇：《地上权：从罗马法到现行意大利民法典》，刘家安译，载杨振山、［意］桑德罗·斯奇巴

尼主编：《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４７－２４８页。
Ｎｏｖ．７．３．２；１２０．１．２．
即便地上权到了后古典时期已经被承认为一种独立的他物权类型，罗马法学家依然没有企图对地上权进行抽象

的理论构建。当对所有权进行水平层次分割在实践中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对他物权的反馈主要体现在希腊化行

省的实践中。基于优士丁尼对“地上物被土地吸收”这一绝对添附性原则的重申，法学家们试图把地上权制度

容纳到最广泛的役权范畴之中。［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
版，第２０４页；费安玲主编：《罗马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３５页。
费安玲主编：《罗马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２８页。



（三）所有权水平分割的趋向：用益所有权的出现

永佃权与地上权在对物的享用方面成为优先于所有权的权利，〔８６〕二者的权能以及用

益权人赋予权利人的权能与所有权的权能几乎没有区别，〔８７〕唯一的实质性区分在于针对

他物权人的保护以及土地转让的可能性都建立在支付一定租税的基础之上。〔８８〕 可以说

土地上的多数他物权类型，都趋于对传统的绝对所有权进行水平分割，他物权在中世纪的

演化历程证成了这一结论。在后古典法时期，罗马法仿照“所有物返还之诉”（ｒｅｉｖｉｎｄｉｃａ

ｔｉｏ），为永佃权人、地上权人设立了“用益物返还之诉”（ｒｅｉｖ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ｕｔｉｌｉｓ），使永佃权人

的诉讼地位类似于所有权人。直至中世纪的注释法学家将 ｄｏｍｉｎｉｕｍ与 ｕｔｉｌｉｓ两词结合，

生成“用益所有权”（ｄｏｍｉｎｉｏｕｔｉｌｅ）这一概念，与“直接所有权”（ｄｏｍｉｎｉｏｄｉｒｅｔｔｏ）相

区分。〔８９〕

把所有权进行水平分割，是所有权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点。当所有权被分割理

解之后，ｄｏｍｉｎｉｕｍ一词本身便具备了抽象的特质。中世纪的文献甚至可以用 ｄｏｍｉｎｉｕｍ一

词指称任何对物的权利。〔９０〕 这一区分还承认了在所有权之外还独立存在着一种“所有权

效力”（ｅｆｆｅｃｔｕｍｄｏｍｉｎｉｉ），它从所有权中衍生出来，常常适用于经济语境中指称具备一定

支配与排他效力的永佃权等他物权。由于“归属”要素的缺失，用益所有权与古典意义上

的所有权仍然存在一定差别，罗马法在设立了他物权的土地上依旧保留了“虚空所有权

人”（ｎｕｄｕｓｄｏｍｉｎｉｕｓ）的头衔，专享“归属”这一核心要素。为了保护这种“归属”，产生了

由用益权人负担的一系列的义务，例如维持物的用途和良好状态、在必要的时候对物进行

维修和保养等，而真正的所有权人则没有上述义务。〔９１〕

五　物权规范体系的教义功能与社会结构形成功能

（一）“所有权—他物权”体系的教义功能

上文对土地上“所有权—他物权”体系的生成进行了全景式的概览：物权最初的框架

是基于公有与私有两种土地类型而构建出的“所有权—占有”二分体系；在公地多元化利

用中逐渐催生了多种债权保护模式排除城邦与第三人的侵扰；然后逐步通过令状与诉讼

手段等救济途径的升级，将土地上债权性质的权利转变为具有对世效应的物权关系；到了

罗马帝国时代，从这些土地权利中逐步析出永佃权、地上权、用益权与地役权等独立的他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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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１页。
他物权人只是不具有对物进行处分的权利，但可以订立并履行债权性合同而允许别人基于合同使用物并缴纳租

金。Ｃｆｒ．ＭａｒｉｏＴａｌａｍａｎｃａ，ＩｓｔｉｔｕｚｉｏｎｉｄｉＤｉｒｉｔ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Ｅｄｉｔｏｒｅ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９０，ｐ．４５５．
费安玲主编：《罗马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１９页。
第一个作出区分的人很可能是生于 １２至 １３世纪的 Ｐｉｌｌｉｕｓ，后世法学家接触到这一区分主要是经由 Ｂａｒｔｏｌｕｓ
Ｓａｓｓｏｆｅｒｒａｔｏ的著作。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Ｆｅｅｎｓｔｒａ，ＤｏｍｉｎｉｕｍａｎｄｉｕｓｉｎｒｅＡｌｉｅｎａ：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ａ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ｉｎ
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Ｌａｗ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ｅｄ．ＰｅｔｅｒＢｉｒｋｓ，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１１３，参见唐晓晴：
《澳门特别行政区土地法中的长期租借制度———以 ｄｏｍｉｎｉｕｍｄｉｒｅｃｔｕｍ和 ｄｏｍｉｎｉｕｍｕｔｉｌｅ的区分为视角》，《北方
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６５页。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Ｇｒｏｓｓｏ，Ｓｃｈｅｍｉｇｉｕｒｉｄｉｃｉｅｓｏｃｉｅｔàｎｅｌｌ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ｅｌＤｒｉ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ｅｒｏｍａｎｏ，ＥｄｉｔｏｒｅＴｏｒｉｎｏ，ｐ．２４８．
Ｇａｉｏ．２．３０，参见［古罗马］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６页。



物权类型，最终生成较为完备的“所有权—他物权”体系。

单一的所有权中独立出新的物权类型这一现象，有其在法教义体系功能层面的考量。

考量因素之一，在于使土地上的权利状态与实际状态相一致。所有权包括“归属”与“权

能”两方面内涵，仅仅强调归属而不细化各种权能结构的差异，很容易导致权利的名号与

具体的利益状态相脱节，而通过他物权这一将所有权权能细化给不同主体的制度安排，可

以使得权利的称谓与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状态相吻合，在当事人针对土地不应再具备相应

利益的情形下，可以通过权利消灭的形式达至名实相符。〔９２〕

考量因素之二，在于避免古老的所有权模式被用来实现多样的但是会对自己的定位

造成不利影响的功能，从而加重了所有权结构的复杂性，最终使“所有权”的概念承受不

能之重。〔９３〕 因此他物权的产生，是法学理论摒弃了将所有权这一制度框架扩展适用于多

种功能的思路。以最早产生的他物权“乡村地役权”（ｓｅｒｖｉｔｕｔｅｓｐｒａｅｄｉｏｒｕｍｒｕｓｔｉｃｏｒｕｍ）为

例，包括通行权和用水权，曾对罗马的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９４〕 “通行

权”最初并非采取直接在他人土地上设立专项权利的模式，而是通过让与用于通行的条

状土地的所有权归属的方式。〔９５〕 而当历史发展到需要对这种权利内容进行精确定性时，

人们从社会变迁中产生新的处理方法，将对通行道路和输水管道的所有观念，转变为在他

人土地上为自己土地的利益专门设立通行或引水的权利这样一种观念，由此产生了作为

一种他物权的地役权。〔９６〕

考量因素之三，在于通过新的物权类型，将土地利用中纯粹的债的关系转变为效力更

强大持久的物权性法律关系。在这一方面，行省土地的利用从享益模式向他物权模式的

转变、公地多元化利用模式中发展出来的他物权类型，以及地上权的产生，都是典型的例

证，这在理论上涉及到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在彼时情境中，土地上某一权利从债权性质向

物权具体转化，并非抽象理论逻辑上对权利性质的重新定位，而是从实用性的保护视角出

发，简单地通过救济途径的改变实现的。所采用的技术手段，便是把土地权利人受侵害时

用以自卫的“对人之诉”，升级为“对物之诉”，除此之外，还通过扩用之诉，扩大适用在相

邻关系中为所有主提供的一系列法律补救措施，如排放雨水之诉、地界调整之诉和追究盗

伐树木行为之诉。〔９７〕 由于受到的保护趋于严密和有效，其反射性的效力导致一般的社会

观念将这种权利看成是一种物权类型，并允许基于生前行为将这种权利进行有期限地转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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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例如地役权等他物权会因为“不行使”（ｎｏｎｕｓｕｓ）或经过“时效解除负担”（ｕｓｕｃａｐｉｏｌｉｂｅｒｔａｔｉｓ）而消灭。参见［意］
卡博格罗西：《所有权与物权：从罗马法到现代》，薛军译，载［意］桑德罗·斯奇巴尼主编：《中国学者罗马法高级

研讨班文集》，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４页。
参见［意］卡博格罗西：《所有权与物权：从罗马法到现代》，薛军译，载［意］桑德罗·斯奇巴尼主编：《中国学者

罗马法高级研讨班文集》，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４页。
［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９２页。
这也是为什么这种古老的地役权属于“要式物”，并且使用“要式买卖”和“对物誓金法律诉讼”进行移转和保护

以及可以时效取得的原因。Ｃｒｆ．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Ｇｒｏｓｓｏ，Ｓｃｈｅｍｉｇｉｕｒｉｄｉｃｉｅｓｏｃｉｅｔàｎｅｌｌ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ｅｌＤｒｉ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ｅｒｏｍａｎｏ，Ｅｄｉ
ｔｏｒｅＴｏｒｉｎｏ，ｐ．２４５．
［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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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和继承，私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从而具有了对世效应。在这种绝对权面前，其他社会成

员负有消极义务。〔９８〕

（二）物权体系的社会结构形成功能

他物权的功能除了致力于拓展物的利用，更在于通过构造一个更为复杂的“所有

权—他物权”的财产权基础结构，以达到对于物的财产功能更为复杂的多层次分配的社

会规范配置目的，构建出一种社会财产基础秩序。因此，他物权的产生与设计绝非对于所

有权第一规范的彻底颠覆，而是在对所有权体制作为第一规范体制确立后的财产结构本

身加以基本尊重的前提下，为促进物尽其用以及达成物的社会平衡所作的一种再调

整。〔９９〕 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土地上的物权体系采取具有支配和排他功能的物权规

范，对资源及其分配进行有效的控管，从而构建起一个复杂的关于土地总产出的多层次分

配系统与财产基础秩序，使得物权体系框架自身具备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形成功能。

土地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由国家通过对公共所有权、私人所有权以及他物权等多种

法律工具弹性地选择，在不同阶段对不同阶层之间进行各种策略的财富分配，从而达到国

家规制社会的目的，并在此过程中同时考虑到对土地这一财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因此

可以看出在历史上并不存在一种先验性或者先天具备正当性的所有制架构与物权结构，

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基于不同的规制目的，可能会采用国家直接管控所有土地；由私人所

有土地，但国家进行严格的管制和施以沉重的税赋负担；国家所有土地，但赋予私人各种

利用的权利等等多元化的物权模式。由此，国家经由物权体系的架构达至政经体制的确

立。〔１００〕 因此可以说，整个物权体系的生成与演化，一直充斥着国家政经体制层面的考量

与规制目的的影响。以下以罗马物权体系的演进为例进行说明总结。

罗马共和国前中期的社会基本结构为“贵族—平民”二元体制，土地资源集中掌控在

贵族手中。迫于平民风起云涌的土地运动，〔１０１〕贵族赋予了平民少量土地所有权，但依旧

通过“占有”这一法律工具掌控了几乎全部公地。彼时政治上的考量是，在法理上公地的

所有权归城邦而非实际的贵族利用者，因此贵族经济上大大受益的同时在政治上亦无负

担。〔１０２〕 鉴于贵族在整个城邦体制中的强势地位，“占有”这一权利形态辅之以裁判官法的

令状保护已经足够，所以贵族即便在应然层面，也不愿将占有转化为私人所有权。正是在

这一政经背景下形成了最初的“所有权—占有”二分框架。而经济层面的影响则体现在

这一时期关于土地的一系列立法如“李其尼与塞斯蒂亚法”上，基于整个城邦共同体的经

济利益的考量，限制贵族成员以超过自身耕种能力的规模占有公地，以期能建立一套法律

规则来更有效率地利用公地这一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资源。

到共和国后期和末期，物权体系变动的政经动因有两点：一是经济层面，随着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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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和地中海贸易的升温，农产品产量和市场得到飞速增长，有限的私有土地上的农业生

产无法满足农产品市场的需求，〔１０３〕而公地上简单的占有法律模式因无法阻挡来自城邦的

侵扰，因而阻碍了占有人对土地的大规模投资，〔１０４〕通过发展出一系列新的公地占有和利

用的法律模式，使得占有者在土地上的权利义务得到城邦层面的承认和保障。二是政治

层面，随着布匿战争等对外扩张战争规模的无限制膨胀，城邦需要从手里掌握的公地中寻

找财政支持，因此国家通过与土地利用者签订租赁合同等多种形式，以续租以及收取租税

的方式，一方面保持对公地一定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以公地所有者的名义，源源不断地从

中获取财富，并且进一步扩大了土地的总产出与经济收益。

进入帝国时代，出于国家安全、税赋保证以及元首与元老院分权等政经因素的考虑，

国家对于行省的规制方式不同于意大利本土，面积广袤的行省土地名义上一直保持公有

模式，对土地上的实际利用人赋予所有权之外的各种权利。在帝国前期，为了达到向行省

大规模移民、安置老兵，以及推进垦荒等国家层面的政策目的，国家倾向于将未耕耘的土

地长期或永久租赁给移民者、老兵或垦荒者，为了鼓励和刺激土地占有人的积极性，赐给

许多占有者以准土地所有主的权利。〔１０５〕 而公元３世纪以后，随着帝国经济的日渐凋零和

土地荒芜，社会阶层日渐僵化，为了扩大兵源和税源，国家通过以物权效力的他物权模式

替代租佃等债权模式加强对于土地耕种者的保护，冀望于吸引农民投入土地耕作。〔１０６〕 戴

克里先税赋改革之后，国家对于行省土地的权力性质，从所有主层面转变为从主权层面进

行理解，这是对于土地规制方式的一次重大改变，至此之后，国家在土地上的利益被固化

为“土地税赋”这一相对固定的负担。伴随着封建化的进程，大的土地承佃人以及具体的

土地占有人，在缴纳税赋之外，俨然成为真正的所有权人，从法律上享有对物之诉和扩用

所有权告示的完善保护，被后世冠之以“行省土地所有权”或“用益所有权”的称谓。

（三）结论

土地上物权规范体系的生成与确立，脱离不开时代的政治经济背景，政经秩序作为一

种宏观推力，对于具体物权的制度构建起到了根本性影响。甚至于可以说，就长期历史而

言，制度是无关的，它内生于更根本的经济和社会变量。〔１０７〕 在此背景之下，一方面，从法

律系统内部观察，土地物权走向“体系化”的过程，就是经由多种物权类型不断生成与精

细化而逐步搭建起一个物权的法教义外部体系的过程。各种归属、权能与诉讼手段的不

断完善与深化，无论对于保障和平衡土地上各种类型的利益分配者的权益，还是对于更加

合理而技术化地实现国家的规制目的，都是不可或缺的实现工具和方式。

另一方面，从囊括法律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的视野来看，物权规范体系的确立与

演进，为社会结构形成与国家规制目的的实现提供了必要且重要的助力。经由在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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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一个财产权结构来达到多层次的社会财富分配，从而建立起基本的社会秩序。围绕

这一目标以及不同时期国家的具体规制目的，国家直接介入、调试和推动土地这一最为重

要的社会资源的归属及利用关系，从而在土地物权规范体系形成过程中留下了鲜明而深

刻的痕迹，使得大量围绕土地生成的物权规范皆是调整私人与国家之间，而非私人与私人

之间的法律关系。国家角色在土地物权体系中的突出分量，与我国当今土地物权模式有

似曾相识的感觉。由此可以看出，物权规范体系从来不单单是一种私法层面的权利架构，

而是糅合着私人权利、各阶层的利益分配以及国家规制目的的混合产物。

［本文系清华大学郑裕彤法学发展基金资助、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中国物权规范

体系理论研究”课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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